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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市民化”及其问题
*

———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

文 军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

摘 要: 从农民到市民是长期以来许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却逐渐成为一种“问题化”了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一种完全被制度化安排的“被市民化”的过程，这种被市民化的结果既会给新

市民群体带来许多困境，也很容易引发新的城乡冲突与潜在社会危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农民被市

民化”过程中的新型中国城乡关系及其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求相关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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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意义被夸大化的农民市民化

在当代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巨大的城乡差异，从农民到市民是许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

以“吃皇粮”为荣，费尽心思谋求“农转非”，想尽一切办法能够使自己早日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员。但

是，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分治体系的管制下，农民要想变为市民，其传统的途径基本上只有四

条: 一是通过联姻，或者被没有小孩的直系亲属收养; 二是招工进城，然后获得城市户口，但这种机会极

少; 三是考取中专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市; 四是参军，做了军官以后复员被安置到城市工作。这四

条道路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民转变为市民基本路径，其道路不仅狭窄，而且竞争异常激烈，一般的农

民实际上是很难走通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艰巨性才造成了今天农民市民化的

假象———农民市民化的主动性和意义被夸大了，我们在以城市人的视角想当然地认为从农民到市民是

农民的理想追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农民市民化的改造已使得全国耕地 18 亿亩红线

在近十年内将可能不保，①而政府部门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减速，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农民

市民化列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如重庆市就提出到 2020 年要把 1 000 万

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②

* 本文受教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 12YJA710021 ) 、教 育 部 重 大 课 题 攻 关 项 目 ( 11JZD028 )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 09ASH002)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ZD012) 等一系列研究项目的资助。

① 佟丽华:《农村困境的法治出路》，《瞭望》2010 年第 39 期。
② 商宇:《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重庆日报》2010 年 7 月 29 日。

针对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关注“农民市民化”议题，笔者自 2004 年以来，曾在上海郊区就这一
主题连续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009—2010 年笔者带学生先后在上海郊区 9 个区进行了 2 000 份的有
效问卷调查，其中有两个发现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一个是在有关失地农民市民化意愿的调查中发现，回
答“是否愿意市民化”的时候，53． 8%的农民对政府安排的“农转非”表示“不愿意”，其中有 29． 9% 的农
民还表示“非常不愿意”; 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分别为 8% 和 22． 1%，剩下的都是意愿“一
般”或“说不清楚”的。可见，对“农民市民化”持明确否定意愿的农民人数远远超过了持赞成意愿的。
近几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郊区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在普遍增

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

加，因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与冲突事件接连而起，①直接影响到了基层政权与社会的稳定。另一个发
现是农民市民化后有关新市民群体( 即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群体) 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
有 33%的新市民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幸福的，总体幸福感与城市其他群体相比明显偏低，其幸福
感指数仅高于城市贫困群体，远远低于其他群体。②

这两项调查结果促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分
析，理论上讲，从农民到市民应该是中国农民积极主动的理想追求过程，但在现实中，农民对此变得既
“不愿意”，又“不幸福”，农民市民化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了。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问题重
新进行深刻反思: 为什么一定要“农民市民化”( 比如我们不谈“市民农民化”问题) ? 如何才能真正实
现农民市民化呢? 笔者认为，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对诸如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
农民市民化等议题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二元论”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即认为: 城市比农村更文明、工
业比农业更发达、市民比农民更幸福。正是这种理论预设和价值预判，从一开始我们就置农民、农村和
农业于不利甚至对立的位置，再加上现实中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境况的巨大差异更加强化了人们
的这种预设和意识，从而最终导致了农民市民化意义的无限夸大。

二 农民的“被终结”与“被市民化”

“传统农民”根植于土地，且囿于土地，“安土重迁”反映了传统农民的本质是“自由受限”。而当
前，土地的流失、职业的转变、城市的扩张、人口的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传统农民的“自由受
限”局面被逐步瓦解，而这种自由受限的破解与传统的农民主动进城路线是不同的，这种自由受限的破
除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首先是因制度性安排而“被终结”的过程，由此生发而成
的农民市民化也是一种“被市民化”的市民化。按照农民市民化的阶段来说，农民的终结则意味着市民
化阶段的启动。农民被终结也就导致了市民化进城的被动性。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的郊区农民的市民
化实际上是一种“被市民化”的市民化。这种“被市民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征用或租借
土地、促进职业转变和居住地的变更来实现的:

① 就笔者搜集到的相关新闻报道而言，近三年来涉及到征地补偿和拆迁暴力多达 20 件，其中 65% 的个案中发生了流血冲突。比
如，四川自唐福珍自焚后，又有峨眉山村民集体自焚; 江苏先有东海拆迁父子自焚，再有宿迁拆迁户杀人; 辽宁抚顺的少年为征地问题杀
死截访者，江西著名的“女厕攻防战”和宜黄自焚事件，以及浙江省宁海县 16 名村民相约集体自杀等等，其中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
莫过于 2011 年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

② 本调查通过借鉴山东大学邢占军教授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对上海郊区新市民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了测量和计算，得出
新市民群体幸福感指数样本均值为 60． 46。邢占军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感进行了分类测量，他一共分出了 10 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上
我们都到了样本的测量值，并得出了样本均值以与邢占军教授对其他群体( 农民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工人群体、国企管理者群体、知识
分子群体、干部群体、新兴群体) 的幸福感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参见: 邢占军、黄立清:《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
某省调查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③ 我们今天使用的“农民”一词，是用一个来自欧洲的、代表阶级意识和经济依附性的现代语言“peasant”一词取代了中国传统的
本土语言“farmer( 农夫) ”。其实，在英语中，“peasant”与“farmer”有着本质区别。“peasant”主要是作为小农阶级的一员而存在的，而
“farmer”却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称呼“农民”( peasant) 一词，其实是一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一
个词，它掩盖了“农民( farmer) ”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的本质。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市民化，不仅要改变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角色，
更要改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农民，使他们与其他公民一样，真正独立自主地享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1． 改革户籍制度。传统中国农民的特质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描述: 农业户口、以地为本、从事农

业生产、居住和生活在农村。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出台，一开始只是登记条例，最

后却变成了身份和社会权益划分的依据。目前我国大部分省( 市) 区相继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
“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上海市的做法: 政府首先从

转变农民身份的角度入手，打破农业与非农户口的二元对立，对于所有 200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农

民子女一律登记为城镇居民户口，对于 1993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农民子女，逐年解

决“农转非”问题。近 10 年来，上海已先后把近 200 万的郊区农民转化为了新市民。
2． 征用或租借农民的土地。在当代中国，土地为国家或集体所有，政府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获得农

村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一为征用土地，得到相应的土地所有权; 另一为使用( 租借) 土地，仅获取规

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被征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早已有之。20 世纪 50 年代，为完成工业化

的原始积累，中央政府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作为 peasant 的农民身份得以确

立。③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土地上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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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民最根本、最直接和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为后来征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3． 促进农民的职业转变。农民姓“农”，以农为职业( 是 Farmer，不是 peasant) 。《辞海》中这样解

释农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不包括农奴和农业工人)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

民的劳动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从职业上看，农民不再单纯地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转向工业生

产、服务等领域。职业的转变给农民带来了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在收入来源方面，由原来主要来

源于第一产业转变为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 其二是在市场参与方面，从间接参与市场转变为直接

参与市场。
4． 居住地的变更与劳动力的流动。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场域是“农村”。但随

着城市的扩张，城市与农村的界限开始模糊。另外，人口流动的加快，进城农民工逐年增多，到 2011 年

已经达到了 2． 5 亿。①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 人空、地空、财空、服务空“四大皆空”。不仅如此，

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消解、农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于城市化。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昨天

的农村了，尤其是在社会文化意义上来更是如此。

① 国家统计局 2012 年4 月 27 日公布了 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5 278 万人，
比上年增加 1 055 万人，增长 4． 4%。其中，外出农民工 15 863 万人，增加 528 万人，增长 3． 4%。举家外出农民工 3 279 万人，增加 208
万人，增长 6． 8%。详细报告请参阅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fx / fxbg / t20120427_402801903． htm．

② 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但 19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T． W． Schultz) 从理
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1970 年代末，美国学者波普金( S． Popkin) 出版一本名为《理性的农民》的专
著，以专门反驳斯科特( J． C． Scott) 关于亚洲农民是基于“道德”而非“理性”来从事经济活动的。

可见，农民政治、经济和社会上“自由受限”的瓦解是导致传统农民“自由受限”本质的破除，从而

引发农民“终结”的根源。但是，显然这些“自由受限”的破除大多来自于农民主观之外的因素，是一项

因制度安排而“被终结”和“被市民化”的过程，尽管农民在职业转变方面由于市场化作用的增加，农民

似乎有许多主动的就业选择权，但实际上其从农业到工业或服务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是不可逆转

的，一旦农民的身份和土地“被终结”了，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永久性地离开农村( 无论他是否能在城市

中找到合适的工作) 。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农民市民化是一种完全被制度安排的“被市民化”
的过程，而这种“被市民化”又源于农民是“被终结”的过程。在作为身份象征的户籍制度保障和赖以

生存的土地保障“被终结”以后，农民不得不选择“被市民化”。

三 “问题化”的农民市民化及其现实困境

正是因为农民市民化主要是一种“被市民化”的过程，所以才导致了现实中农民市民化很多问题的

出现，使得农民市民化也被“问题化”。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的经济理性被忽略，二是农民

的身份政治被遗忘，三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结构被破坏。
1． 农民的经济理性被忽视。②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操作制度上的就业安置难、征地补偿费过低和

社会保险的不足; 二是操作制度的落实情况不能令农民满意。农民失地以后进入城市，实质上并没有

变成真正的市民，与老市民相比，其在社会权利和保障上依然是“二元”的。在具体的操作制度落实方

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1) 标准不统一。首先，同一地区采用不同的标准。其次，安置方案变化频繁。
此外，在操作中少数基层干部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对干部和老百姓家庭、对有关系和没有关系

的掌握标准不一样。由于对房屋进行估价的操作比较“灵活”，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格。( 2) 政策

透明度不够。按照有关规定，征用土地前要“两公告、一登记”，很多村并没有严格按此执行，征用土地

并没有向村民做过多的政策解释。( 3) 补偿不到位，承诺难以落实。许多征地农民都不能及时拿到应

有的补偿费。我们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征地农民要么不清楚自己得到过多少征地补偿费( 原因是“和

房子算在一起的”) ，要么反映是村组以各种方式假借各种理由不断拖欠。
2． 农民的身份政治被遗忘。主要体现为失地农民并未取得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长期以来，农民

的身份政治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关注。比较早地将身份政治引入中国研究的是美国学者苏黛瑞

( Dorothy J． Solinger) ，按照她的观点来分析，对于那些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缺

乏由国家提供的维持日常生计所必需就业、社会补偿和社会保险，关键可能还在于由于不拥有城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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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失地农民根本没有“资格”( ineligible) 享有城市居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和社会福利与服务。①

因此，失地农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首先争取获得这些

待遇和机会的“资格”，或者说是“公民权”( Contesting Citizenship) 。对被市民化的农民而言，也应当重

新回到“身份资格”上去讨论，其核心所在就是被市民化的农民进入城市体系后如何获得平等的市民权

问题。国家或政府给予失地农民平等的“市民权”本来就是一个义务，而不是一种“政治施舍”。②

① ［美］苏黛瑞、王春光、单离卿编:《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② 文军:《农民市民化更需要角色再造》，《文汇报》2010 年 11 月 25 日。
③ “生活结构”( life structure) 一词是常常在心理学和社会工作学领域中运用。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列维逊( Daniel Levinson) 曾经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生活结构理论”，用以考察成年人的成长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在心理治疗学和发展
心理学中非常有名。与社会学常用的“社会结构”不同，生活结构主要侧重于微观个体的日常生活构成，即构成人们日常生活情境的各
要素之间的组合。这些要素不像“社会结构”所包含的内容那样相对宏观、抽象，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且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息息相关
的东西，如个体的人生信仰、精神生活、社区归属、邻里关系、社交活动、家庭构成、工作单位，等等，都是生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 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4 期。
⑤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3． 农民的日常生活结构被破坏。农民市民化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这种运动

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意图。然而，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有意图行为却带来了大量未预期

后果，其中在微观层面上最为严重就是极大地破坏了农民原有的生活结构。虽然农民市民化改善了农

民原有的居住环境，但却无法还原他既有的生活结构。③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由于动迁安置带来新市

民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社区认同的丧失等一系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

增加了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化”取向:

( 1) 生活成本的增加。我们的调查发现，82% 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费用开支增加，30% 左右的调

查对象认为生活费用开支有很大提高。许多失地农民对我们说: “过去在农村，烧不用花钱，吃不用花

钱，用水不花钱。自家种点菜吃有余，剩点还可以卖。现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花

钱买”。
( 2) 邻里交往的阻隔。顷刻间的征地动拆迁大多是以单个家庭为基础，当居民的住房发生迁移之

后，邻里间开始重新组合，邻里关系由此解体，而新的邻里关系又一时难以建立。调查发现，农民市民

化后虽然大多数的新市民并不是完全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但大多都只是点头打招呼、偶尔说话的关系，

或者仅限于能够知道邻居的职业和姓名，三者的比例相加超过了 70%，而能够和邻居保持经常来往的

只有 1 /4 左右的家庭。
( 3) 社会网络的中断。虽然农民市民化后可以重建自己的社会网络，但实际上这不是一时可以做

到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一辈子培养起来的社会网络和心理认同可能会因地理空间的拉大而瓦解。
即使是年轻一些、适应能力强的农民，到了新的居住环境以后，也不得不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和大量的精

力来重新建立各种网络关系和培育新的生活结构。
( 4) 社区认同的丧失。在村落社会中，农民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生死相望，邻里关系密切，

地域归属感强。而搬入新的居住社区后，原先的邻里关系中断，而重建却又十分困难，两者之间的巨大

差异显然会使新市民群体无所适从，进而导致社区归属感与社区认同的丧失。

四 总结与反思

农民市民化是在城乡比较差异和相关政策的背景下被迫启动的，依赖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通

过一系列连续的社会网络的综合运作而得以实现的。④农民市民化既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

一种转变( 非农化) ，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 城市化) ，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
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 市民化———
角色再造) 和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和结构化的过程。传统农民的终结只是农民市民化的开始，而新市

民群体的角色再造才恰恰是农民市民化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所在。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

市民化所蕴含的“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乃是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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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被市民化”及其问题

今天，在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农民市民化运动，其背后蕴含的一个理论预设实际上是以西方“现代

的”、“城市的”景象为参照标准的，他们认为中国是“传统的”、“乡村的”，因此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

社会进步必须要破除传统的力量与乡村的文化，以“现代城市”为范本去发展乡村。再加上很长时期以

来中国的城乡分治政策也在不断地强化“城市—农村”、“市民—农民”这样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逻辑，

使得城市比乡村更文明，城市生活比乡村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观点深入人心，成为了人们内心世界的

一种无意识。同时，在当代中国片面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那些离开乡土、奔往城市的人们最先感受到

了城市的“好处”，进而很容易就会在中国的城乡关系中将“城市”与“乡村”的对等关系理解为“幸福”
与“不幸”的价值对立，并在价值层面进一步将乡村视为“落后的”、“贫穷的”而予以抛弃。实际上，农

民市民化之后，新市民的居住环境可能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但其未必因此就会过上幸福的城市生活，因

为他们的生活结构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修复的。从名义上看，很多

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因而转变成了城镇户口，那是很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就成为了真正的“市民”。他们的这种弱势地位并没有随着土地被征用、
户籍身份变为“市民”而有所改变，反而陷入了一种新的弱势之中: 既失去了土地保障，被排斥在享受村

籍福利和廉价的生活成本之外，又因政策、体制不到位而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城市养老、医疗、就业、子女

教育等各种市民保障，所遭遇的社会风险度骤然增大，成为受城市和乡村双重排斥的“弱势群体”①。

① 当然，虽然没有享受全部的市民待遇，但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因此而产生的市民意识却大大增强了。而且，随着农民市民化愿
望和市民意识的日渐清晰与增强，他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亦会日渐增加，当政府再以恩赐的姿态给征地农民以城镇的户口和种种保障
待遇的承诺时，征地农民并不会对此特别领情，因为是政府在改变他们既有的生活现状，他们所期待的是要像大多数城里人那样有质量
的且有尊严的生活，要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户籍身份与居住空间的变化。

在当前中国既有的城乡关系结构中，农民市民化后，新市民群体要想真正融入到城市还面临着许

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长期以来，学术界把新市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常常归结于是一种制度排斥的结果，

所以，就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认为首先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对此，笔者并不是反对制度性的影响，但

同时认为，除了制度排斥以外，还有老市民可能存在的心理排斥，有时候其影响和后果甚至比制度排斥

更厉害。笔者在上海郊区的调查显示，老市民对新市民的社会心理排斥比制度排斥更厉害。这种城市

中的“老市民”对“新市民”的心理排斥其实可以看作是城市居民的一种“集体自私”行为。相对于制度

性排斥而言，这种“集体自私”行为对新市民群体的城市融入可能障碍更大，影响可能更为持久，因为制

度可以通过变更的方式很快得到解决，而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可以说，农民

市民化不仅面临着制度性的刚性障碍，更为艰难的是还必须突破城市原有居民的“集体自私”同盟，而

这种社会心理现象，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在短期内予以消除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警觉。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

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可见，“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

结”，也不是乡村的“终结”。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农民市民化在当

前中国出现的情况，跟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当年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体系的法国农民，后来又开始慢慢回迁到农村去了，农村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农村的地位永

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而存在。在当下的中国，无数的乡村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正在逐渐消

解，受城市化影响的新的乡村文化变成了“无根的文化”。传统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社区既是我们

民族成长的记忆，也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的心灵依托。对此，我不得不要发出一种呐喊———“救救我们的

农村”吧，不要再以“城乡一体化”的名义强行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这并不是所有农民的

意愿! 在无情的城市化运动中，请留下最能够体现“社区”内涵的乡村风光吧，其不仅是千百年来农民

的最后“念想”，也是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人在疲惫和倦怠之时的唯一去处!

(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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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ommunity and its Management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 by WU Rui-jun)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aggregation of migrants in metropolitan cities results in housing segregation，

and coul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solving the education problem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Findings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in Shanghai suggest that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housing segregation of migrant com-
munitie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elf-identification． The increasing cost and
decreasing gains of education result in a new spread of the doctrine that“knowledge is useless．”Ther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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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version from farmer to urban citizen has long been the dream of Chinese farmers． How-
ever，in contemporary China，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conversion of
suburban farmers to urban citizens has become a problematic phenomenon． This is because the urban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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